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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对于文学的创作导向、价值观念、时代精神等

问题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1]这段讲话内容既表

明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文学的重要作用，也为新时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规划出

一个深刻的伦理命题。文学作品的道德内涵、文学活动的规范准则、道德对文学评价及文学发展的作

用等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一门新兴的学科——“文学伦理学”呼之欲出。本文试图廓清文学

与道德的逻辑关联，阐明两者的相互依存关系，以期为文学伦理研究体系的完善提供理论依据。本文

所涉及的道德概念，并非狭义地指文学活动所应履行的规范，而是指文学活动中各种伦理关系的一种

应然的状态，是指文学本身所应该实践的一种规律。

一、问题的缘由及其意义

文学，作为一种用文字语言反映客观世界和社会心理的学科，从诞生之初便与道德息息相关。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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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强调从伦理学的立场出发解读、分析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但目前对两者逻辑关联等问题的研究较为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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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关联在文学生产与文学接收两端的实践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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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5 年 10 月 14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4/c_
11168255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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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泰尔认为，“社会的这些变化（指“善”的前哲学向哲学的转化，引者注）都反映在荷马时期的作家经

过神谱时期的文本到智者学派的过渡时期的希腊文学中。”[1]古希腊时期，智者学派将传授修辞学作为

他们的德性。亚里士多德的《尼克马可伦理学》与他的文艺著作《诗学》《修辞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玛莎·努斯鲍姆的《诗性正义》、阿兰·布鲁斯的《莎士比亚笔下的爱和友谊》等著作都对文学活动

中的应然之规范进行了探讨。1961年美国学者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出版，提出“今天的大多数

小说家——至少那些用英语写作的——都已感到艺术与道德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2]。

文学与道德之关系探索在我国亦是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在阐发其文学观念时，已首次

将文学与道德紧密联系起来，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列为孔门四科。”[3]孔子所言之文学与现今的概

念固然不同，带有“文治教化”之意，但他始终将德行作为四科之本，体现出重德重行的文学观念。唐

代韩愈既坚持了“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儒家“道统”思想，也阐发了“诗书易春秋”的“文统”理论，提出了

“不平则鸣”的文道交融的文学伦理主张，既强调文学的情感诉求，也强调文学的教化功用。宋儒在其

思想上加以推进，周敦颐沿用了道统理论，倡导“文以载道”，朱熹则进一步提出了“文道合一”。

近年来，关于“文学伦理”的研究在文学理论界不断深化，形成了“文学伦理批评”“叙事伦理”等研

究方法。自2004年聂珍钊教授发表了“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的讲话后，国内文学

界展开了文学伦理学的实践性研究。而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过于注重道德之于文学批评的实践

运用而忽略了两者逻辑关联的研究，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学伦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无论是文学伦理

批评抑或叙事伦理等，“仅是遵循了一种从道德的立场解读、分析和阐释文学作品、研究作家以及与文

学有关问题的研究方法”[4]。这种研究是属于采用善恶分析或伦理关系来构造一种文学评价的方式，

而非对于一门交叉学科的构建。

目前国内的文学伦理研究呈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势：一是泛化道德的范畴，在研究中根据主

观理解组建伦理学名词，延展出了一些在两个学科间尚未形成共识的文学伦理概念；二是简化道德的

范畴，将道德简单地理解为行为规范，从而认为文学伦理研究会限制文学的自由。而造成这一结果的

关键原因，则是文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隔阂。因此，假如我们仅仅将道德作为一种文学实践的工具，而

不去寻求文学与道德的逻辑关联及两者内在结合的依据，促进文学伦理学一般理论的形成，那么文学

伦理学学科知识的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从而丧失独立性。当然，阻碍这一学科形成的另外一个因

素，还在于文学界对于文学究竟应不应该讲道德、是否应该有规范的质疑。

二、文学与道德的逻辑关联

高尔基曾说，“文学即人学”。文学作品虽体裁众多，但归根结底是源于生活，始于社会。文学

作为一门用语言文字反映社会生活的学科，它自觉不自觉地要关注道德、抒发道德和应用道德，任

何一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终究会内生出一定的道德要求。文学的这种内生性道德也就是道德对于文

学活动在某种程度上的规范维系和价值支撑。对于文学与道德的逻辑关联，本文将从如下几个方

面进行论述：

1. 相互依存

文学与道德的依存关系可以追溯至两者的源头。文学，作为一种用文字语言反映客观世界和社

[1]〔美〕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伦理学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8页。

[2]〔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85页。

[3]参见《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4]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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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心理的学科，从诞生之初便与道德息息相关。可以说，人类道德诉求推动了文学的产生，而文学的

产生也促进了道德的形成。马克思认为，文学起源于人类劳动，“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

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1]原始先

民在集体劳动中为了协作交流、沟通情感，产生了最初的文字和语言。劳动产生了文学活动的需要，

同时也产生了社会关系，形成了意识、情感以及“人为的规则”。

一方面，道德作为一种“人为的规则”，正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而对社会群体产生影响。在道德运

行过程中，个体自我道德品质的形成，离不开语言文学所进行的教化与传播。另一方面，文学作为一

种“语言文学的艺术”，它的形成必定包含一定的目的，而对于道德情感的抒发或对于道德思想的表达

是文学产生的重要目的之一。人类起先用诗歌咏唱来抒发情感，不自觉地将自身道德情感与社会伦

理融入文学创作之中。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早在先秦之时已经开始用自然朴实的言语彰

显所在时代的社会伦理，饱含着道德之美。311篇诗歌中有如“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

多福”（《诗经·大雅·文王》）的怀祖之德；有如“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诗经·大

雅·江汉》）的为政之德；有如“维桑与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诗经·小雅·小弁》）的孝亲

之德；有如“德音莫违，及尔同死”（《诗经·国风·谷风》）的情爱之德。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可见，在先

秦时期，文学与道德的相互依存关系已经开始呈现，而文学正是对这种共存关系的实践。

2. 共同创作

关于文学创作的动机，理论界一直众说纷纭，一般普遍认为情感是文学创作的动力之一。正如英

国诗人华兹华斯曾说：“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2]文学活动不仅是作者创作的表现活动，同时也是

情感的表达活动，而情感的表达更多的是集中在道德情感层面。作者在创作之时总是通过修辞的手

法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着对于社会或个人的心理体验，包括爱慕、憎恶、同情等等。

在创作过程中，作者通过叙事或抒情再现人类情感或人类生活，将自身的情感外化，唤起读者的

共鸣。作者始终以无形的手操控作品的情感层次、情节走向，无论是“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3]还

是叙述本体，在叙述或抒情过程中都反映着一定的作者的道德情感。受众在接受文字信息的时候，

内心的感官时刻接受着作者的牵引，作者内含在文字之中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会对读者的

精神世界产生巨大影响。但另一方面，作者在用无形之手牵引读者之时，其创作本身也受到了无形

的牵引。正如林可夫所言，“不能以客观反映论（生活——文章）或主观表现论（意识——文章）替代

辩证的‘客观——主观——客观’的写作转化规律”[4]，作者创作时的情感流露是意识对社会存在的

能动作用，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其情感体验与评价的形成受到了深刻的社会道德的作用。作者

从幼年时期便不断接受人们对于行为的各种评价以及善恶的标准，这种认知影响了其个体道德的

形成。因而，文学创作过程不仅仅是作者的主观行为，道德以无形的力量形成了一定的创作秩序，

参与了文学创作过程。

这种共同创作的模式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社会道德在一定程度上对作者的个体道德构成影

响，作者在创作中会不自觉地受到社会道德的牵制，在抒情或叙事中遵循着一些集体原则和流行风

尚；第二层次，创作亦具有“自为”的一面，作者在意识创新驱动下展现了丰富的个人道德情感，通过文

[1]〔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2]〔英〕华兹华斯：《〈抒情歌谣情〉序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页。

[3]美国文学理论家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的概念，用来指在叙事文本中呈现出来的一种形态，由作家有

意或无意地将自身价值观、审美趣味等注入。

[4]林可夫：《基础写作概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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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传播为受众接纳，其中符合时代精神与社会需求的成分又往往会成为社会道德的先导。

另外，从宏观层面而言，文学作品也是社会生活集中、典型、精当的再现。所以，文学作品一定会

再现人们在生活中时刻关注的真、善、美，会刻画人物的行为及其思想道德境界，会呈现复杂社会关系

中的相处理念和原则等。也因此，文学作品再现生活一定将再现道德。

3. 共建传播

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物，其生命力在于传播。只有在传播（出版发行）和接受（读者消

费）的过程中，文学才能体现出它的文化属性和社会价值，而道德的作用亦贯穿于文学传播过程的始

末，并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导其走向。文学传播的过程即是文

学生产到文学接受的过程。

文学生产即文学创造，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是对客观世

界的规律性反映，而是创作主体对世界和生活的情感体验或艺术描绘，既与客观世界发生联系，也充

斥着主观认知，因而其善的价值和道德情感的表达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而作为文学接受，既是对作品的审美活动，亦是读者的认知活动。读者不仅对语言文字的艺术魅

力进行审视，更深层次的是审视文学作品中带有作者主观认知的道德美和价值美。“文学作品通过生

动的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揭示自我个性的丰富本质，因而具有一种为读者提供认识

社会生活、认识人类自身本质的价值属性。”[1]所以，作为阅读主体的读者往往会对作品形成一定的“期

待视野”[2]，这种期待视野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是由于人生经历而形成的对于文艺作品内容、形式的

定向心理结构。从伦理学视阈而言，这种“期待视野”，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读者的内心情感、主观价

值和审美情趣，而当文学作品中由作者道德观念、善恶评价构成的抒情、叙事与读者期待视野中的思

想观念相同或相通，引起了道德感召，便产生了文学接受中的高潮阶段，即是共鸣。

值得注意的是，读者期待视野中必然包含着运用社会道德体系建构的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高

尚与卑鄙等范畴对映射现实世界的文学作品中的价值属性进行评价的能力。“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

骨”等诗句之所以能够在封建社会中获得无数读者的共鸣，正是由于其反映了封建剥削制度的残忍，

符合了该时代民众的善恶评价。因此，只有符合道德、包含美德的文学才能在更多的读者群体中产生

共鸣，获得更为广泛的传播和持久的生命力。

4. 共享价值

文学的价值是文学作品与作者、读者需求之间的效用关系，包含着多种层次与内容，如认识、教

育、审美等。目前，关于文学的核心价值问题在理论界颇有争议：有学者提出文学最基本的价值是伦

理价值，道德反映了文学的其他价值[3]。也有学者指出，“审美价值是其核心价值，其他的价值都以此

为基础，没有了审美价值，文学经典就失去了灵魂，失却了立命之本。”[4]其实，德与美这两种价值在文

学中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一道构成了文学的价值。

审美与道德密切相关。文学审美是阅读主体对作品的一种身心愉悦的心理感受，这种看似感性

的审美实则隐含着道德理性。文学的表现形式是形象的，但是艺术形象的本身蕴含着深刻的理性意

图。由于文学承载着较其他文艺形式更多更深刻的人与社会的信息，因而读者对其的悦纳不仅在于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340页。

[2]在文学阅读之先及阅读过程中，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基于个人与社会的复杂原因，心理上往往会有既成的思维

指向与观念结构。

[3]参见聂珍钊：《文学经典的阅读、阐释和价值发现》，〔北京〕《文艺研究》2013年第5期

[4]梁晓萍：《文学经典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北京〕《文艺研究》2014年第3期。

文学生产文学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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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的体验，更在乎理性的沉思。因而，文学是形式审美艺术或语言审美艺术，但在追求美的过程中

也包含着对善的追求。美国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在《诗性正义》中就提出了阅读是一种对人类价值

观的生动提醒，是一种使我们成为更完整人类的评价性能力的实践文学。沃尔夫冈·韦尔施甚至创造

了“aesthet/hics”一词，意为包含德性的审美。他认为审美分为高低两个层次，高层次的审美是脱离了

感官趣味，是一种“升华的需要”[1]。由此可见，人的视觉和心情的愉悦也是对人生存价值的诠释和体

现，真正的美是形式与内涵的统一，是“尽善尽美”，而非“尽美未尽善”。文学之美首先是一种显现于

感性形态的人类求真向善的本质欲求的实现[2]。

审美与道德共享价值。亚里士多德在《尼可马可伦理学》中提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

种善为目的。”[3]文学作为一门语言文字的艺术，自然也是以某种善为目标而发展。文学之善，不在于

“曲高和寡”的个人宣泄，而体现在文学作品的被接受、被传播，体现在其满足了人民的需求，为人民所

喜闻乐见。正如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说言，“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

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

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4]文学创作不仅是人为的活动，也是为人的活

动，其一切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是人。而满足读者“期待视野”和审美情趣的文学，一定是符合社会正义

和主流价值观念的文学，是作者精心设计创作而成的具有德性的文学。偶尔一些恶意低俗的作品能

迎合少数人的品味，却也难登大雅之堂，只有真正内涵道德的文学才能为社会所广泛接纳，为历史所

千古传承。文学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诸多价值，正是美与德相互融合下所生成、所共享的。

三、文学与道德逻辑关联的伦理呈现

文学的道德内涵所指的是一切文学活动所包含着的道德属性，道德内生于文学活动之中且与文

学共享着价值，在文学起源、创作、传播、接受等过程中进行规范维系，产生了一定的依附性。与此同

时，两者的逻辑关联也表现在文学的具体实践上。目前，文学与道德的逻辑关联在文学生产（写作伦

理）与文学接收（评价伦理）两端的实践中得到了应用。

写作伦理具体可分为叙事伦理与抒情伦理：

“叙事伦理”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桑查瑞·纽顿的博士论文《叙事伦理》（1995），刘小枫在《沉重的肉

身》中首度在国内引入了“叙事伦理”。目前，由于文学界对伦理意蕴的理解颇有不同，“叙事伦理”并

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主要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叙事主体伦理、叙事文本伦理与叙事手法伦理。

叙事主体包括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等，叙事主体伦理主要研究叙述者的伦理责任以及作者、隐含作

者、叙述者的伦理关系。叙事文本伦理主要是以伦理学的视阈研究叙事文本中的内容结构、情节设置

等，如叙事过程中所呈现的伦理意蕴。“经验意义上的现实主义面貌, 是很多作家的小说所共同具有

的, 但如何在这种现实关怀中, 建构起自己的叙事伦理, 实现经验和伦理、事实与存在、身体与精神的

统一, 却不是每一个作家都有这种意识的。”[5]叙事手法伦理亦可称为叙事策略研究，主要研究作者如

何通过修辞手法展现文本的伦理意蕴，建立与读者的伦理交流，从而引发道德共鸣。总的来说，叙事

[1]参见〔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

[2]董学文：《试论文学价值和价值系统》，《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2卷第1期。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克马可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页。

[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3页。

[5]谢有顺：《铁凝小说的叙事伦理》，〔沈阳〕《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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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阐述了叙事性作品在叙述技巧和方式中的道德内涵，不仅要求叙事者具有道德立场，也要求叙事

内容具有道德底线。也就是说，“任何一位有德性的小说作家必须对其所叙述的人和事，保持最基本

的伦理关怀”[1]。

抒情伦理则阐述了抒情性作品在抒情手法和形式中的道德内涵。叙事伦理以记叙的方式呈现故

事中人物的伦理关系与冲突，抒情伦理则是抒发和释放自身的道德情感，具有更强的主观性。抒情者

要了解读者的道德心理和道德情感，使赤诚之情与曼妙绝伦的话语融为一体，从而直击人心，引起共

鸣。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的创作理论便是建立在“情”的基础之上，其中既有儒家伦理的性情成分，也有

着佛学伦理的姻缘成分。他主张文学创作要展现人的真性情，而任何文学作品的创作动力就是来源

于作者的情感，当作者的情感与读者的情感发生共鸣之时，作品便可流传百世，因此，他的文学理论被

称为“至情说”。正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

生者，皆非情之至也”[2]。但是情感的流露也并非一种无限度的呐喊，要懂得“发乎情、止乎礼”，不逾矩

不做作，不将其作为一种全然以自我为中心的过度宣泄。总的来说，叙事伦理与抒情伦理其实便是道

德对作者所提出了一种“创作正义”或“修辞正义”的要求。

在写作伦理之外，还应提到评价伦理。评价伦理目前主要是指以伦理学的立场来进行文学批评

的方法，要求结合文学创作时代的社会伦理进行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不能脱离道德的土壤。其内涵主

要有三：“一、通过将伦理学与文学结合的方法进行文学批评，使文学理论和批评回归生活；二、通过伦

理学的善恶分析，产生文学批评的优劣标准，彰显文学作品之积极之处；三、明确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

和社会功能，对于作家创作中的价值观及现实意义进行指导。”[3]文学伦理批评的实践早已有之。《论

语·为政》中孔子评价《诗经》：“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4]所谓“无邪”即是“正”，是思想纯正、

心怀坦荡的意思。孔子用善恶的标准来评价《诗经》的创作成就，正是采用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

法。明末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对《水浒传》所进行的点评中，将书中人物分为“上上人物”“上中人物”等，

而划分的依据是通过文本描述所展现的人物品质，如他评价鲁达为“上上人物”，只因“心地厚实”，这

也是一种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式。

文学的道德内涵和文学与道德逻辑关联的伦理呈现是不可分割、对立统一的关系。文学的道德

内涵及其结构为具体实践建构了理论基础，具体实践的发展也对文学的道德内涵进行了超越与调整，

对文学活动进行引导与评价。讨论文学与道德之逻辑关联的意义在于我们既可以在科学地认识文学

与道德之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道德对文学的功用，也能够提炼并设计出道德在文学鉴赏、文学

创作、文学批评等活动中具体的实践模式，从而丰富文学伦理学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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